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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海上运输是两岸间货物往来的最主要方式。受国际政

治和贸易模式的影响，从 19 世纪中后期以来，两岸港口运输联系变化剧烈。利用劳合社

（Lloyd's）1895-2016年两岸港口间航线的O-D数据，从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研究海峡两岸港口

运输联系的变化。主要结论为：① 近代开埠至割让给日本之前，台湾地区与大陆的海运联系紧

密，厦门港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中转港；日据之后，台湾地区成为日本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销

售地，台湾地区—日本—中国大陆形成三角运输联系；两岸对峙后，两岸港口运输联系切断，台

湾地区—美国—日本形成三角贸易网络；1979年后，香港港成为两岸运输联系的最重要中转

港，两岸直航后，台湾地区与大陆间的港口运输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② 台湾地区区

位优势明显，但由于是海岛，陆向腹地狭小，因此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把区域经济增

长中心作为自身的海向腹地，以形成紧密的海上运输联系是台湾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改善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分享中国大陆发展的机遇、推动海峡两岸的港口运输联系是台湾

地区的“天时”与“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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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峡两岸隔海相望，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运输条件的限制，海上运输是两岸间
进行贸易往来的最主要方式。尽管两岸一度处于政治僵局，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
济依存度仍然很高[1-2]。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和缓及港口、航线的优化，有关两岸航
运网络的研究相继涌现。石丽丽以1842-1895年闽台航运为研究对象，对该时期闽台航运
的变化、发展状况及其特点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3]。张晶晶则从1997年两岸关系解
冻后，探寻了两岸集装箱运输市场的产生、沿革和现状问题，分析其对两岸政治和经济
的影响[4]。王乐林等[5]、Huang等[6]学者，侧重从两岸三地主要集装箱枢纽港的转运功能、
竞争与发展模式等方面展开研究，王强等则研究了“大三通”背景下闽台港口体系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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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演变及其空间对接[7]。此外，一些学者则致力于分析直航后两岸港口体系的空间布局对
台湾地区港口的影响及带动作用[8-10]。王列辉等探究了直航背景下，海峡两岸集装箱港口
体系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动力机制[11]。另有胡伟星通过“间断平衡”模型，探讨了1949-
2008年台湾地区海峡两岸关系的周期性变化，并对影响周期性变化的3个主要因素进行
分析[12]。Bai等学者基于制度框架，分析了海峡两岸港口群在内、外部环境下的协同作
用，并指出了政策是港口体系演化的主要驱动力[13]。现有研究中，多集中于直航背景下
对单个港口或主要枢纽港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分析，而从整体网络结构上对两岸港口
体系演化模式以及制度对航运过程的影响缺乏研究。

立足区域角度，Lam 等通过对上海、釜山、高雄和宁波等东亚四大港口的实证研
究，考察了集装箱航运服务的运输模式，揭示了供应链中的港口连通性和港口间关系的
动态演变[14]。Tong等研究了中日港口间的短途海运网络[15]，Yap等则得出高雄成为欧洲—
远东和跨太平洋贸易航线重要中心的结论[16]。已有文献多是在区域海运网络中讨论高雄
港的港口功能、特征及地位[17-19]，而在对全球海运网络的研究中，较少关注台湾地区的港
口体系[20-21]。同时，现有文献缺乏对长时段研究的探讨，长时段背景下港口运输联系演化
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其与社会政治制度等相关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供应链和跨国生产网络不断成熟，商品贸易在全
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远洋运输业的发展，港口在商品生产及流通过程
中占据重要地位[22]。港口地理学的研究也发生重要转变，“港口节点”“网络格局”等关
键词成为研究的核心要素[23]，图论、网络分析、空间统计等计量方法在港口地理学中得
到广泛应用。“网络格局”的出现是“网络”这一概念在船舶和物流研究中不断整合发展
的产物[24]，航运流量的分析也得益于图论的广泛应用。Ducruet等以大西洋为例，考察了
枢纽—支线港策略对海运网络结构的影响，并证明了图论和复杂网络分析也适用于海运
网络研究[25]。吕康娟等根据世界主要航运公司在各城市的职能分布，建立并验证了基于
航运企业价值链的世界航运中心之间呈现复杂的网络关系，得出了世界航运中心正逐步
向亚太地区转移的结论[26]。尽管网络分析已经用于很多地理问题的研究，但与其他相关
学科相比，仍存在许多未被充分利用的部分[27]。如Boschma等所揭示的，网络也可以融
入演化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分析[28]。由于时间序列数据难以获取以及动态网络分析框架
的不完善[29]，网络动态及其地理作用的研究尚未成熟。

鉴于此，本文以英国劳合社（Lloyd's） 1895-2016年航线数据为主干资料，结合港口
地理学、复杂网络等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建立航线数据库，深入挖掘两岸港口间运输
联系空间格局演化的长时段特征及其机理，为今后进一步明确两岸港口职能特征及空间
优势、推动台湾地区航运及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航线数据来源于英国最大的保险组织——劳合社。劳合社承保业务分为四大类，即

水险、非水险、航空和汽车保险。其中水险约占劳合社总业务的21%，承保范围广，几
乎世界上所有的远洋船舶都在劳合社办理了再保险[30]。此外，劳合社还出版有关海上运
输、商船动态、保险海事等方面的杂志。该杂志全面详尽记录船公司的每一条船只在各
港口的到港时间、离港时间。本文利用了劳合社 1895-2016 年的船只数据，其中 1895-
2008年为全部船只数据，2008年之后为集装箱船只数据。通过对劳合社船期表的整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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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属性数据转变为关系数据，构建了含有O-D数据和航线数量等信息的航线数据库。
2.2 研究思路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航运网络不再是港口与港口间单一的“点对点”式交
流，而是以港口为节点、航线为边，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基础设施、产品和价值等要
素较为完整的、且相互影响的复杂网络[31]。复杂网络的研究也为航运网络评价提供了更
为科学的指导，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航运网络的分布特征及规律。本文把两岸港口运输联
系放在全球海运网络的空间范围中进行研究，分别从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着手，对两岸
港口运输联系的整体结构、局部特征和功能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借助赫希曼—
赫芬代尔系数讨论两岸港口体系的空间集散趋势。
2.3 分析方法

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选取网络度和强度、介数中心性和邻近中心性等指标，用
于描述网络的结构化特征、通达性及转运功能。选用赫希曼—赫芬代尔系数表征港口体
系内航线的集中化或分散化趋势。

（1）度（Degree）与强度。节点度K是指与该节点连接的边的数量，节点度K的自
然推广就是节点的强度 D。它反映的是节点间的联系频率，既包括了各节点的度值大
小，又包括了各节点间的边权重大小。其定义为：

Di = Ki∑
i = 1

n

Wn （1）

式中：Di表示第 i个节点的加权度；Ki表示第 i个节点的度；Wn为节点 i与节点 j间航行的
次数，即强度。

（2）介数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用网络中节点对间的最短路径所经过的
固定节点的次数来衡量，在航运网络中则反映了港口节点的货物中转能力和衔接功能。

BCk = 2
n2 - 3n + 2 ∑i = 1, j ≠ k

n ∑
j ≠ k

n δk
ij

δij

（2）

式中：δij表示从节点 i到节点 j的最短路径 lij的总条数；BCk值越大，节点介数中心性越
强。介数中心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轴辐结构中轴心作用的强弱。

（3）邻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用节点 i到所有节点的最短距离和大小来衡
量，反映该节点在网络中的相对可达性大小。

CCi =
é

ë
ê

ù

û
ú1

n - 1 ∑j = 1, j ≠ i

n

dij

-1

（3）

在航运网络中，邻近中心性表示各个港口与相邻港口节点所构成网络的平均聚集程
度，代表了网络交通流的广度，其值越大，各港口间的紧密程度就越强；介数中心性是
指网络中所有的最短路径之中，经过该港口的数量占整个最短路径数量的比重，反映的
是港口对网络资源控制程度的大小。

（4）赫希曼—赫芬代尔系数（HH）比较适用于测量长时段范围内港口体系的集中度
和集散化趋势[32]，本文旨在考察两岸航运联系中航线的长时段集散趋势及规律。

HHi =∑
i = 1

n

Tij
2 /æ
è
ç

ö
ø
÷∑

i = 1

n

Tij

2

（4）

式中：Tij为某港口 i年的航线数量；0 ≤ HH ≤ 1，若HH值趋向于1，表明港口体系内航
线的分布趋向于集中化，少数港口的市场份额倾向于扩大，其在港口体系中的等级地位
更为突出和重要，港口的发展和布局呈现出更大的空间差异；若HH值趋向于0，则表明
港口体系内的航线分布趋向于分散化，部分大型港口或枢纽港的航线比重降低，港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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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均衡化、网络化发展，其在港口体系中的枢纽地位被削弱，港口发展和布局的空
间差异趋向于缩小[33]。

3 海峡两岸港口运输联系演变历程

本文以1895-2016年的海峡两岸港口运输联系为研究主体，故其长时段内所涉及到的
政策制度、历史格局的改变等因素均成为划分研究阶段的重要依据。借鉴已有的文献研
究，并结合了两岸特殊的历史背景，将研究阶段依次划分为：日据及光复初期、两岸对
峙时期、两岸通航时期。
3.1 日据及光复初期（1895-1949）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1895年 4月 17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地区、澎湖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日本开始了对台湾地区长达 50年的殖民统
治。日据初期，《清国人入境台湾地区条例》严格限制了两岸人员的往来，对两岸关系造
成了严重的影响。但在最初的几年中，台湾地区仍以中国大陆为主要的贸易对象。1899
年台湾地区从日本进口额开始超越从中国大陆进口额，1903年对日出口额超过对大陆出
口额，对日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方面将台湾地区看做本国的南方边界，认为台湾
地区“进可攻，退可守”，并将其作为日本势力南侵不可或缺的“跳板”，希望借此进一
步拓展日本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势力范围[34]。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宣布无条
件投降，台湾地区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重回祖国怀抱。光复初期，台湾地区再次与
中国大陆建立起直接的贸易网络和港口运输联系。
3.2 两岸对峙时期（1949-1979）

1949年国民党集团东撤台湾地区，并于1949年5月20日发布戒严令，封闭全省，限
制出入境，实行军事管制[35]。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介入台湾海峡，两岸
的运输联系开始被切断。20世纪60年代在冷战体制下，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分属两个不
同阵营。与此同时，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台湾地区与日本的关系的发展迅速，成为
台湾地区对外关系发展的两大支柱。
3.3 两岸通航时期（1979-2016）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地区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治国
方针，而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1984年，台
湾地区当局公开表态对两岸转口贸易持“不干预”的态度，开启了两岸贸易的“第三地
转运”模式。1987年7月15日，台湾地区解除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随后更进一步
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及与大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状态也被
打破。1997年1月17日，台湾地区当局决定开放外国船舶及两岸船东经营的方便旗船舶
从事大陆港口与台湾地区港口间的间接集装箱班轮运输业务，虽需经第三地绕行，但不
需在第三地换船。2008年12月15日两岸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全面启动，“三
通”时代，两岸运输联系也迈入了崭新的阶段。

4 基于国家层面的海峡两岸港口功能与运输联系分析

4.1 海峡两岸的港口功能分析
邻近中心性和介数中心性是衡量港口功能的两个重要参数，前者表征港口的相对可

达性大小，后者表征港口的转运功能强弱。为便于分析港口功能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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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研究时段内的港口数据进行整合，并将其中心性特征绘制成图1。
（1）日据及光复初期。港口间往来有限，港口中心性空间分布不均，差异化明显。

香港港承担了重要的转运功能，其次是基隆港和高雄港，但转运功能较弱（其介数中心
性分别仅为0.125和0.02）（图1a）。这一时期两岸航运联系主要依靠固定的几条航线来实
现，因此呈现出邻近中心性较高、介数中心性几乎为0的网络特征。基隆港的通达性高
且转运功能较突出，有着重要的地位。

（2）两岸对峙时期。两岸港口的中心性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因其较少且集中的航运
联系，港口节点相较于上一时期邻近中心性降低，而介数中心性增强（图 1b）。两岸港
口的中心性功能主要集中于福州、高雄、基隆等港口，其中福州港的邻近中心性
（0.75）和介数中心性（0.35）最强，在两岸航运网络中具有“辐射核”的作用。高雄港
的整体地位高于基隆港，主要体现在转运功能上高雄港要强于基隆港。总体上，该阶段
两岸航运联系甚微，港口节点的功能较为单一且服务时间短。

（3）两岸通航时期。两岸恢复通航后，先后经历了第三地转运通航—间接集装箱班
轮运输—两岸直接通航这3个阶段[11]。两岸联系的港口数量和港口联系范围明显增大，各
港口主要职能也进一步明确，高雄、台中、基隆和香港等港口成为该阶段两岸海运网络
中的重要枢纽节点（图1c）。其中，高雄港的邻近中心性（0.82）和介数中心性（0.7）均
为最大值，是两岸海运网络中起主要转运功能的台湾地区港口。香港港在网络中的整体
地位仅次于高雄港和台中港，有较高的通达性。中国大陆港口的通达性均有提升，在网
络中大多均扮演着高通达性、低转运功能的角色。

从纵向看，两岸港口群内的枢纽港与支线港、干线航班与支线航班的数量和规模都
在不断发生变化，基于“间断平衡”理论[12]，两岸港口体系的演变是长期的、渐变式微
进化与跃变式大进化交替出现的。两岸港口功能随时间变迁不断分化演变，在上述分析
中，不难看出香港港、上海港、基隆港、高雄港以及福州港在长时段的海运网络演化中
占据重要地位。图2表示的是5个港口在近120年尺度上枢纽功能的演变趋势。台湾地区
的两大港口高雄港和基隆港在其长期趋势上有着截然相反的表现：高雄港的转运功能在
两岸港口体系演进过程中不断攀升，与各港口间的联系也愈加紧密，承担了区域性枢纽

注：图b两岸对峙时期主要反映的是1951年前的港口功能情况，在此之后两岸处于海运网络中断。

图1 两岸港口功能的长时段分析
Fig. 1 Long-term analysis of port func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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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功能；基隆港则逐步衰退，趋向X

轴负方向发展，其转运功能逐渐被高雄

港所取代；香港港显示出先趋于负方向

发展，再趋向于正向的态势，反映了其

转运功能由减弱转为增强，特别是在日

据及光复初期承担了重要的中转功能；

X轴以下的港口，如福州港、上海港在

两岸港口体系中的枢纽性均不强，与其

港口自身的通达能力形成鲜明对比。

4.2 海峡两岸的港口运输联系分析

空间集聚现象是经济地理学和交通

地理学的重要议题。港口体系的空间集

聚源于港口体系等级结构和功能结构的

调整，其过程曾被认为是现代海运的普

遍趋势[36]。通过长时间序列的考察，可

以识别港口集聚或扩散的阶段性特征，

揭示港口体系结构调整的总体脉络 [37]。

根据公式（4）计算评价指标HH（表1），

并绘制3个时期的两岸海运航线（图3）。

（1）日据及光复初期，两岸间航运联系的港口共9个，航线数量58航次，平均每个
港口能联系到港口仅为6.4个（图3a），这一时期的主要航运联系集中于香港、高雄、基
隆、上海等港口。两岸海运联系集散变化程度大，航线设置出现完全中断或高度集中的
现象。如1900年、1915年和1920年这3个统计年份中两岸间没有任何航线往来，而1905
年、1910年、1925年及 1946年这 4个统计年份中的HH指数均为 0.5，达到集聚的高峰
（表 1），在这些年份中两岸海运联系主要集中于上海—高雄、上海—基隆和香港—高
雄。尽管从总趋势看两岸海运联系呈式微状态，但二者之间的运输联系并未完全被割
断，尤其在一战后，台湾地区成为日本对中国大陆贸易的中转站，这种联系反而有所加强。

（2）两岸对峙时期，这一时期两岸间的航线统计量共计 130航次，但其中 86%的航
次都是往来于台湾地区港口与香港港，除香港外的中国大陆港口在两岸对峙的30年间，
仅与台湾地区港口有18次航运记录，且都集中在1951年。两岸的港口和航线都有明显的
削减，联系的范围也在缩小，港口间倾向于和地理位置上更为邻近的港口进行航运往来
（图3b），如金门—福州和澎湖—福州。同时，表1中1951年两岸航运联系的HH指数为

注：X轴表示港口的转运功能（介数中心性），正向为强。Y轴表

示港口航线数量的多寡（度），正向为多。圆圈的大小与港口的

可达性（邻近中心性）强弱成正比，虚线和实线分别表示日据及

光复初期到对峙时期、对峙时期到通航时期港口的功能变迁，

矢量箭头表征其发展方向，射线长度表征其演化强度，由介数

中心性决定。同时，历经百年航线数量均具增长，为了更好地

考察港口枢纽地位的转变，所有港口Y轴增量均未图示出来。福

州港在日据及光复初期和两岸对峙时期，介数中心性均为0。

图2 两岸港口职能演变
Fig. 2 Changes of port fun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over long periods

表1 基于运输联系的HH指数
Tab. 1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based on the transport links

年份

HH指数

年份

HH指数

年份

HH指数

1895

0.25

1935

0.08

1980

0.13

1900

0.00

1940

0.28

1985

0.07

1905

0.50

1946

0.50

1990

0.06

1910

0.50

1951

0.11

1995

0.07

1915

0.00

1960

0.00

2000

0.16

1920

0.00

1965

0.00

2008

0.21

1925

0.50

1970

0.00

2012

0.053

1930

0.25

1975

0.00

2016

0.047

注：根据Lloyd's List data，1895-2016年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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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即两岸对峙初期，受国共内战影响，两岸运输联系更加分散，由不同的航线来完
成两岸的沟通。直至国民党退据台湾地区，除香港港还与高雄港、基隆港保持联系外，
其余大陆港口与台湾地区港口间的运输联系则被彻底隔断，表征在统计结果上则是1960
年HH指数为0并一直持续到这一时期结束。

（3）两岸通航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两岸经贸交流得以正式解冻。两岸
运输联系快速增长，这一时期共有往来航线4213航次，仅2012-2016的往来航线就占比
为82%。从图3c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港口数量增多，港口分布范围变广，海运联系也变
得更加密集。在1979-2016年间，两岸运输联系的HH指数有明显的扩散到集聚再到扩散
的过程，HH指数从1979年的0.13下降至1995年的0.06为扩散过程，随着两岸经贸联系
的强化，两岸航线也不断增多，从最初的 8 条航线发展到 34 条航线，增加了 325%。
1995-2008年为集聚过程，HH指数从0.06上升至0.21。集聚过程中，两岸经贸仍在不断
强化，航线数量也在增多，2000年的统计值为41条，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降
至 20条，两岸运输联系主要集中于少数重要航线，如香港—高雄、上海—基隆等。而
2008-2016年的再扩散过程中，HH指数则由0.21下降至0.047，这一时期两岸经济联系不
断增强，往来航次激增。台湾地区主要联系港口由香港转向上海、深圳等。

从总体趋势上看，两岸海运HH指数呈波动式发展，两岸运输联系表现出集聚和扩
散相间的发展态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幅度在不断地减小，网络的结构和功能逐
渐趋向稳定。两岸航线的空间集散效应与两岸港口的航运历程存在着一定的耦合关系。
在上一节中讨论的重要港口，同样也占据着两岸航运联系中的重要航线，港口功能的强
弱影响了航线的布局方式。

5 全球海运网络和贸易网络中的两岸港口运输联系

5.1 全球海运网络中的两岸港口地位演变
1920年，全球海运网络形成4个港口组团，纽约和伦敦的港口组团最大，其次是利

注：图b两岸对峙时期主要反映的是1951年前的海运联系，在此之后两岸处于海运联系中断。

图3 两岸港口运输联系演变
Fig. 3 Long-term analysis of shipping conne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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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浦和旧金山（图4）。这一时期全球海运网络的中心在大西洋两岸，亚洲的港口都处于
边缘地位，其中高雄、上海、新加坡等都是东京组团的次级港口，而东京又从属于伦敦
组团；台北从属于香港，香港又是旧金山的次级港口。总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港口除了
香港外还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

50年之后的1970年，全球海运网络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形成了两个组团：
鹿特丹和汉堡取代伦敦和利物浦成为欧洲的双中心，亚洲的东京取代美国的纽约和旧金
山成为另一组团的中心，说明全球海运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亚洲转移，但海峡两岸的港
口地位变化不大。台北和上海是香港的次级港口，与亚洲的港口联系较为紧密，高雄与
欧洲的港口联系紧密，隶属于汉堡组团。

2016年，全球海运网络格局更加破碎化，形成数量众多而又相对独立的组团；全球
海运重心转移到亚洲，与1970年海运网络相比，形成新的中心—边缘结构，新加坡、香
港、上海和釜山成为最重要的 4 个港口，以鹿特丹为中心的欧洲港口组团地位相对下
降。更多台湾地区的港口纳入全球海运网络中。但是和中国大陆的港口相比，台湾地区

图4 全球海运网络中的海峡两岸港口地位
Fig. 4 Chinese ports position within the global maritim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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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港口发展较慢，高雄和台北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是香港组团的次级港口，而上
海已经成为全球四大枢纽港之一，并且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立的港口组团（图4）。

总体上看，从1895-2016年全球海运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亚洲特别是东亚转移，但台
湾地区的港口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虽然2001年高雄港集装箱吞吐量为754万TEU，在全
球集装箱港口排名第4，同年上海港为634万TEU，排名全球第5，中国大陆其他港口进
入前30名的只有深圳和青岛。但是由于海峡两岸之间没有直航，在中国大陆直接对外航
运网络还未健全的情况下，大量的中国大陆集装箱都通过香港或釜山进行中转，直接推
动了香港和釜山集装箱中转业务的开展。而随着上海、深圳等港口的崛起，2016年全球
集装箱港口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大陆占了 6席，高雄等台湾地区港口虽然是美、欧、
亚海运必经之地，但仍处于较边缘的地位，错失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5.2 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两岸贸易模式演化

由于国际海运是国际贸易的衍生品，国际贸易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海运联
系。本文把两岸贸易联系置于全球贸易网络中进行考察（图5）。

（1）日据之前，厦门港是台湾地区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中转港。根据《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厦门、福州于 1843 年和 1844 年正式开埠，1863-1865 年
间，台湾地区的打狗（即高雄）、淡水、鸡笼（即基隆）、台南也先后开埠通商。厦门成
为台湾地区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中转港，台湾地区所需的洋货绝大部分由厦门港转运，而
台湾地区的糖、樟脑和茶等主要输出品，首先大量运到厦门港，再由厦门港转运到大陆
其他地方和英美等国及香港地区[38]。后期，在怡和洋行等的推动下，台湾地区与香港的
贸易联系加强，台湾地区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其他口岸[39]。

（2）日据时期，逐渐形成台湾地区—日本—中国大陆的三角贸易。日本割占台湾地
区后，提出“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策略，使台湾地区成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商品
和资本的输出市场。台湾地区总督府采取威权迫使台湾地区的对外贸易完全转向日本，
并彻底切断台湾地区与日本以外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台湾地区的
经贸体制发生重大转型，由在大陆经贸体制下的多边市场机制，转变为隶属于宗主国日
本的单一殖民经贸体制。如日据之前，台湾地区的大宗商品——食糖的主要销售地在中
国大陆华北、华中地区和日本，日据之后，转变为主要供应日本本土。日本将从台湾地
区输入的粗糖加工为精糖，再转而销往中国大陆，使食糖贸易在台湾地区、日本、中国
大陆之间形成三角贸易格局[40]。

（3）两岸对峙时期，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贸易联系切断。此阶段，美国介入，形
成台湾地区—美国—日本的三角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与美、日之间的经济
贸易网络构成了台湾地区对外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占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的一半。台湾地
区经济自1951年以“美援”为契机，纳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逐步构建起以美、

图5 台湾地区对外贸易模式
Fig. 5 The mode of Taiwan's foreig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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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市场为依托的台湾地区经济再生产循环系统[41]。在出口方面，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不
断提高，而在进口方面，则对日本市场的依赖度逐渐上升，已形成一种模式，即台湾地
区从日本进口资本财物、零件中间原料，再经过岛内加工装配后出口至美国这样的三角
经济贸易关系[42]。

（4） 1979年之后，两岸关系有所缓和，香港港成为中转港，逐渐形成台湾地区—香
港—中国大陆的三角贸易。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间接贸易主要是通过香港、新加
坡、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转口贸易实现的，而香港在这一转口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台
湾地区海峡两岸的转口贸易关系实际上早已存在，只是在1979年以前，贸易额很少。从
1980年开始，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间接贸易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以经过香港的
转口贸易为例，1979 年的间接贸易总额只有 3.8 亿港元，1980 年猛增到近 16 亿港元，
1985年已达到 86亿港元[43]。20世纪 80年代中期之后，台湾地区的对外贸易重心转向亚
洲，其对外贸易模式也由“日本、台湾地区、美国三角贸易”关系转向“日本、台湾地
区、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美国”的“菱形四角”模式[44]。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经贸联
系快速发展，2002年中国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2003年成为台湾地
区最大贸易伙伴，两岸经济关系快速成长并占据台湾地区对外经济的主导地位。

总体上看，台湾地区的贸易运输联系从日据之前的点对点模式向日据和两岸对峙时
期的三角贸易模式转变；1979年后，香港在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之间承担起中转港的功
能；两岸直航后，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海上运输联系。
5.3 全球视域中的两岸港口运输联系

港口运输联系演化是两岸贸易模式的直接表现。在基础航线数据库中，选取与台湾
地区有运输联系的东亚和东南亚航线，并对其所属国家或地区进行整理分类。从区域角
度，观察台湾地区对外运输联系的地理分布特征，分析主要国家或地区港口在台湾地区
对外运输网络中的地位。

从港口角度看，台湾地区对外联系的国家或地区选择上有一定的地理分布特征，除
了较为明显的中国大陆、日本、香港等，日据及光复初期，菲律宾及印尼也是台湾地区
的运输联系对象，尤其在日据后期联系更为频繁，这一时期，日本以台湾地区为跳板不
断向东南亚拓展。两岸对峙时期，运输联系则转向了马来西亚及泰国等，基隆港、高雄
港仍有着重要的枢纽作用，新加坡港、香港港、仁川港、神户港及名古屋港与台湾地区
港口的互动较频繁。到两岸通航时期，台湾地区对外联系的国家或地区更加多元化，联
系范围更加广泛（图6）。

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航运联系有着明显的时序特征，并随着两岸政治关系变动不
断调整。日据及光复初期，台湾地区仍与中国大陆保持一定联系，但航线所占份额有明
显下降，从 1895年的 67%下降至 1946年的 33%。20世纪 50年代之后，两岸关系紧张，
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航运联系也随之切断（图 7）。直到两岸通
航，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航运联系才重新建立并慢慢恢复，大连港、上海港、厦门港
等都与台湾地区港口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图6），两岸集装箱港口体系从等级化向网络化
发展[11]。

日本一直占据着台湾地区对外运输航线的重要份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的变
迁，日本在整个运输网络中重要程度逐渐下降，其航线所占份额在1915年达到顶峰，之
后下降至 2008年的 11%，特别是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台湾地区的主要联系逐渐转向
新加坡及韩国等港口（图 7）。其原因在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之后，台湾地区当局实施

“分散市场”策略，逐渐将对外贸易重心由美国转向亚洲地区[41]；另一方面，韩国采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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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优惠政策，在吸引航线及中转箱方面较日本有优势[45]，东北亚班轮运输网络的转运中

心越来越集中于韩国釜山港等地[46]。

新加坡则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港口管理水平，吸引了众多船只来此转

运，其与台湾地区的持续性运输联系也早于韩国，20世纪70、80年代，台湾地区与其运

输联系最为密切，后维持在年均12%的份额。

相比之下，香港一直作为台湾地区对外运输联系的重要节点，其年均份额在 19%

（大陆23%，日本34%），仅在日据及光复初期其航线偶有中断，说明了其在特殊时期重

要的转运和沟通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在台湾地区对外运输网络中地位不断上

升，航线所占份额从1951年的40%上升至2008年的66%（图7）。两岸直航后，香港作为

注：图b两岸对峙时期主要反映的是1951年前的海运联系，在此之后两岸处于海运联系中断。

图6 1895-2016年基于O-D数据的两岸航运网络空间结构
Fig. 6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ross-strait shipping network from 1895 to 2016 based on the O-D data

图7 1895-2016年台湾地区对外运输联系的国家及地区分布
Fig. 7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aiwan's external transport links from 1895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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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间转口贸易港的作用被削弱，两岸间的大宗航运交易由台湾港口与中国大陆港口间
直接进行。据图 7，2012年和 2016年大陆港口在台湾对外运输网络中占据着重要份额，
分别为58%和67%，有着绝对的贸易优势，香港与台湾地区的航运联系下降明显。

整体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地区对外联系的各国家或地区的航线数量呈现
“此消彼长”的态势，海运网络向“扁平化”趋势发展，港口间联系更加深入，台湾地区
港口与众多支线港口都建立了海运联系，航线辐射范围也有较为明显的扩张（图7）。

6 结论

台湾地区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南界
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对，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台湾地区扼西太平洋航道中
心，是美、欧、亚海运必经之地、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被称为东
亚十字路口[47]。然而“地利”要得到发挥，必须要有“天时”和“人和”。

台湾地区作为一个海岛，本身的陆向腹地狭小，如要发挥其“地利”，就必须充分利
用台湾地区的“海向腹地”。近代开埠至日据之前，台湾地区港口的海向腹地集中在西侧
的浙闽沿海及香港，与之相对的厦门成为其最重要的转口港。日据之后，在“工业日
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下，台湾地区成为日本的附庸，台湾地区与大陆之间的直接联系
被日本阻隔，由此，台湾地区港口的海向腹地主要集中在北侧的日本，形成台湾地区—
日本—中国大陆的三角运输联系。两岸对峙之后，海峡两岸的直接经贸联系中断，台湾
地区—日本—美国形成三角运输联系，台湾地区港口的东侧和北侧的海向腹地打开，台
湾地区也逐渐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是这一时期，西侧最具潜力
的中国大陆并未融入台湾地区的海向腹地。1979年后，两岸经贸联系逐渐建立，香港成
为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中转港，台湾地区海向腹地的西侧逐渐形成；至两岸直
航，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航运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迅速的拓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
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台湾地区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出现恶化，促使台湾地区
的出口贸易重心由美国转向亚洲地区，由此台湾地区海向腹地的南侧也迅速打开，台湾
地区全方位的海向腹地形成。

纵观历史，善于利用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把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作为自身的海向
腹地、形成紧密的海上运输联系是台湾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如今，中国大陆是世
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改善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分享中国大陆发展的机遇、促进与中
国大陆之间的经贸往来、推动海峡两岸的港口运输联系是台湾地区的“天时”与“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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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face each other across the sea, and maritime
transpor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exchange of good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rade patterns,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the transportation link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Using the O-D data of vessels transiting between ports from the Lloyd's database
between 1895 and 2008, we studied the changes in th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port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at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scales. The analysis concludes as follows:
(1) Since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s until Taiwan was ceded to Japan, Taiwan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had island- land relations, and Xiamen Por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it port to Taiwan.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aiwan became Japan's source of raw
materials and a location in which to sell Japan's goods, and Taiwan, Japan,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were forming triangular transportation links. After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ened in the Taiwan Straits, and the transportation
links between the port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were cut off.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formed a triangular trade network. After 1979, Hong Kong Port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it port for cross-strait transport links. After direct fligh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were instituted, the port transportation link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continued to expand in breadth and depth. (2) Taiwan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location, but
because it is an island, the hinterland is narrow. Therefore, making full use of regional and
geopolitical advantages, us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centre as its own foreland and
forming a close sea transportation link is key to Taiwan's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the mainland, sharing in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land, and promoting the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are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
Key words: port links; cross-strait; shipping network;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rad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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